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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科学评估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是客观认定水电工程气候效应、支撑水电行业低碳属

性的重要内容。河道型水库兼具河流纵向输移、水库滞留沉积和工程调度控制等特征，其温室气体排放不仅取决于水体内部碳

转化过程，也受蓄水淹没、水位调度、过坝下泄和消落带干湿交替等过程共同控制。科学识别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的排放路径、

动态变化及尺度外推方法，是客观评估水电工程气候效应和低碳属性的重要基础。本文围绕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

径识别及其评估需求，系统梳理了蓄水期碳脉冲、水库调度驱动的源汇转换、水-气界面扩散、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及消落

带非稳态排放等关键过程及其监测要求。进一步评述了通量箱法、薄边界层模型、涡度相关法、声学探测及遥感空间识别等多

种主要技术的适用性与局限。在此基础上，以三峡水库为典型案例，总结大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技术的实践演进和主要

挑战。综合分析表明，当前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仍面临排放过程耦合解析不足、多方法接口不清、关键路径高不确定性、

消落带非稳态过程难以刻画以及多尺度数据融合能力不足等问题。未来应从单项技术应用转向监测目标驱动的方法组合，构建

多要素协同监测网络和标准化数据集，强化遥感空间约束与机理约束，并推动过程模型与数据驱动方法融合，为河道型水库温

室气体全库动态评估、碳足迹核算和低碳运行管理提供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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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dual-carbon strategy, scientifically assessing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from reservoirs is essential for objectively evaluating the climatic effects of hydropower projects and verifying the low-carbon 

nature of the hydropower industry. Riverine reservoirs are influenced by longitudinal river transport, reservoir retention and 

sedimentation, and human-regulated operations. Their GHG emission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l carbon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as well as by reservoir impoundment, water level regulation, degassing at dam discharges, and wet-dry alternation in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zones. Therefore, clarifying the emission pathways, temporal dynamics, and upscaling methods of reservoir GHGs is 

fundamental to assessing the climatic effects and low-carbon attributes of riverine hydropower reservoirs. This review identifies 

the main GHG emission pathways from riverine reservoirs and clarifies relevant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key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monitoring needs, including carbon pulse events during impoundment, source-sink 

shifts driven by reservoir operation, air-water interface diffusion, ebullition, degassing at dam discharges, and unsteady emissions 

from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zones. The study then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major monitoring techniques, 

such as the chamber method, the thin boundary layer model, eddy covariance, acoustic sensing, and remote sensing-based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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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Taking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s a typical cas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core 

challenges of GHG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for large riverine reservoirs. The synthesis indicates that current GHG monitoring 

for riverine reservoirs still faces several bottlenecks. These include low resolution in characterizing coupled emission processes, 

ambiguous boundary conditions among different monitoring methods, high uncertainty in key emission pathways,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quantifying unsteady emissions from water level fluctuation zones, and 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multi-scale data 

integr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hift from single-method applications to monitoring-target oriented method combinations, 

construct multi-parameter collaborative monitoring networks and standardized datasets, enhance remote sensing-based spatial 

constraints and mechanistic constraint analys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cess-based models with data-driven approaches. 

These improvements can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whole-reservoir dynamic assessment,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and low-carbon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large riverine reservoirs. 

Keywords: Riverine reservoir; greenhouse gases; flux monitoring; monitoring method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methane; 

carbon dioxide 

科学评估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是认定水电工程气候效应和支撑水电行业低碳属性的重要基础。截

至 2024 年底，我国共建成水库 9.5 万座，总库容超过 1 万亿立方米，水库规模居世界首位[1]。随着长江、

黄河、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梯级水电开发持续推进，许多河流干支流已形成由多个水库首尾衔接或相互

影响的水库群[2-5]，大量原有河段也随之转变为受人工调控影响的河道型水库。与单一湖泊型水库相比，河

道型水库兼具河流纵向输移、水库滞留沉积和工程调度控制等特征，使温室气体排放呈现更强的路径多样

性、空间分区性和非稳态变化。因此，准确认识和监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过程，是科学评价水库碳

循环过程、水电低碳属性及流域碳收支的重要基础。 

河道型水库是在原有河道基础上拦蓄形成的人工调控水体，其形态和运行过程明显区别于天然湖泊和

湖泊型水库。天然湖泊通常具有相对稳定的湖盆形态和水文节律，湖泊型水库则多表现为较大的开阔水面

和相对明显的库区水体滞留特征；而河道型水库通常具有狭长水面、纵向水动力梯度强、入库河流与支流

库湾众多、坝前深水区与坝下河段差异显著等特点[6-7]。受梯级调度、日内调峰、季节性蓄泄和深层取水等

影响，河道型水库中的碳输入、沉积、转化、释放和向下游输移过程不再仅受自然水文节律控制，而是与

工程运行过程紧密耦合[8]。由此，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通常表现出更强的人工调控属性、空间分区特

征和非稳态变化特征。 

在排放路径上，河道型水库既具有水-气界面扩散和气泡释放等内陆水体共性排放过程，也更容易受

到深层取水、过坝下泄、坝下强紊动、水位调度和梯级运行等工程过程影响。已有研究指出，水库水面二

氧化碳（CO2）与甲烷（CH4）排放主要包括界面扩散和气泡释放等途径，不同排放路径对总排放贡献及其

不确定性来源差异明显[9-10]。与开阔湖泊或湖泊型水库相比，河道型发电水库还具有坝前深水区与坝下河

段连接紧密、泄流过程频繁、压力骤降和紊动增强显著等特点，使过坝消气成为其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中不

可忽视的工程控制路径。已有研究表明，坝下河段气体交换速率可显著高于库区水面[11]，说明仅关注库区

水面扩散可能低估河道型发电水库的系统排放[11]。此外，对于调度水位变幅较大、岸带周期性暴露明显的

河道型水库，消落带土壤-植被系统还可能形成阶段性的 CO2 和 CH4 排放，其排放量取决于水位涨落幅度、

暴露面积、暴露历时、土壤含水率和植被覆盖等条件[12-13]。上述特点决定了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的核

心难点，不仅在于获取局地通量值，更在于区分水面扩散、气泡释放、过坝消气和消落带非稳态排放等不

同路径的相对贡献，捕捉调度运行下的短期波动和阶段性变化，并将点位观测结果可靠外推至库段、全库

乃至梯级水库群尺度。 

围绕这些需求，国内外已发展形成通量箱直接观测、浓度梯度与薄边界层模型估算、气泡捕集与声学

探测、过坝消气断面监测与模型评估、涡度相关连续观测，以及遥感辅助的水面面积、消落带范围和空间

分区识别等方法[14-16]。然而，在河道型水库中，水面狭长、支流库湾复杂、调度过程频繁和坝前坝下水动

力差异显著，使单一方法或少量点位观测难以支撑全库尺度排放评估。因此，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

测方法的发展，需要从单项技术比较转向面向排放路径识别、动态过程捕捉、尺度外推和不确定性约束的



多方法协同体系。三峡水库为我国总库容最大的河道型发电水库，具有水位波动大、支流库湾众多、季节

性消落带广布、坝前深水区明显和调度方式复杂等特征。多项研究表明，三峡水库运行会影响长江干流温

室气体输移与释放，并使 CO2 和 CH4 动态受到反季节调度、深层取水、消落带干湿交替和坝下释放等过

程的共同影响[12, 17-19]。这些特征不仅加大了监测难度，也使三峡水库成为检验不同通量监测技术适用性的

理想区域，为总结大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技术演进和优化方向提供了重要基础。 

基于此，本综述针对 CO2 和 CH4 这两种关键温室气体，围绕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路径识别、动

态捕捉、尺度外推和不确定性约束等核心需求，系统梳理水库温室气体排放关键过程及其监测要求，评述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技术的时空尺度适用性、技术集成方式和不确定性来源。在此基础上，结合

三峡水库等典型场景，分析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技术的演进特征，并探讨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技

术发展的关键方向。本文旨在为我国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体系优化、流域碳循环研究和水电低碳属性

科学评价提供方法学参考。 

1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过程识别及监测要求 

明确关键排放过程和监测边界，是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评估的前提。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既具有

内陆水体碳循环的一般特征，也受到河流纵向输移、梯级调度、水位涨落、深层取水和过坝下泄等工程过

程的共同影响。河道型水库通常具有狭长水面、库段差异明显、支流库湾众多、坝前深水区与坝下河段水

动力条件差异显著等特征，这些特征使 CO2 和 CH4 的产生、氧化、传输和释放不再仅受自然水文节律和

湖盆内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控制，而是与工程调度和河流连续性改变紧密耦合[20-21]。因此，河道型水库温

室气体监测的重点不仅是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值，更在于识别关键排放过程、区分不同路径贡献、捕捉

调度驱动下的非稳态变化。 

1.1 蓄水淹没与陆源碳脉冲 

蓄水期碳脉冲是新建水库区别于天然河流和湖泊的重要新增排放过程，其监测重点在于建立蓄水前背

景、捕捉早期排放峰值并识别长期衰减过程。初次蓄水后，陆地生态系统被淹没，土壤有机质、植被残体

及外源输入有机碳进入新的水体环境，在厌氧或缺氧条件下发生分解与转化，并可能在蓄水初期形成阶段

性的 CO2 与 CH4 排放增强，即所谓蓄水期“碳脉冲”[22-23]。与天然河流中有机碳快速向下游输移不同，水

库蓄水显著延长了水体停留时间，并增强了有机碳在支流库湾、浅水区、入库河口和消落带等区域的沉积

与转化[24]。 

河道型水库蓄水淹没引起的碳脉冲往往具有更强的空间差异和明显的时间衰减特征[9, 19]。不同库段的

淹没高程、原土地利用类型、植被清理程度、泥沙沉积和水体停留时间不同，导致陆源碳输入、沉积和转

化强度并不均一。特别是在入库河口、支流库湾和浅水沉积区，有机碳更容易沉积和累积，可能形成局部

排放热点[25-26]。 

从监测体系构建来看，蓄水期碳脉冲监测应重点服务于背景基准建立、早期脉冲捕捉和长期衰减识别。

对于新建水库，首先应尽可能在蓄水前调查背景基准，记录原有土地利用类型、植被生物量、土壤有机碳

储量、河流水体 CO2 与 CH4 浓度及水-气界面通量等基础信息，为后续判断新增排放提供参照。其次则需

要在蓄水初期连续或加密观测，以捕捉短期排放峰值及其随水文条件和有机质供给变化的响应过程。同时，

应结合淹没高程、土地利用类型和水动力条件等进行空间分区，识别不同区域碳脉冲强度及其衰减差异。

对于已建成多年的河道型水库，蓄水期碳脉冲往往难以通过现场观测直接重建，一般依赖历史土地利用资

料、淹没面积、植被和土壤碳库估算、长期排放序列及模型反演间接约束[19, 27]。 

1.2 水库调度驱动的碳源汇转换 

水库调度是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源汇转换的核心外部驱动，与水位和水动力条件相对稳定的天然湖泊

相比，河道型水库水位变化往往具有更强的人为节律性，水位上升、回落和短周期调峰不仅改变水体面积、

水深和水动力条件，也会影响水体分层、界面湍流、沉积物氧化还原状态以及溶解性气体的传输路径[28]。 

水位涨落对温室气体源汇状态影响尤为明显。以 CH4 排放为例，水位下降时，浅水区和库岸带沉积物

所受静水压力降低，沉积物中原本储存的 CH4 气泡更容易逸出；水位上升和淹没过程则可能增强厌氧环境



和有机质分解底物供给，促进 CH4 产生[29-30]。CO2 的源汇变化则更多体现为水体代谢过程、碳酸盐体系和

气体交换条件的综合结果。水位下降、沉积物暴露和水体扰动增强，可促进有机碳好氧矿化和溶解态 CO2

释放；而在水体初级生产较强或藻类生长旺盛的阶段，光合作用消耗 CO2，使局部水域表现为弱排放甚至

阶段性吸收状态[13,31]。 

上述过程在大型河道型水库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空间分异特征。以三峡水库为例，其“蓄清排浑”

运行方式使坝前水位在 145~175 m 之间季节性变化，排水期、低水位运行期和高水位运行期对应不同的水

深、流速、水体交换和水环境状态[32]。主库区、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和坝前深水区对调度过程的响应并

不一致，增加了通量观测和区域外推的不确定性[33]。因此，水库调度驱动的源汇转换对监测提出了过程性

要求。监测不能仅关注某一时段的平均通量，而应结合水库运行阶段和水动力分区，同步获取 CO2/CH4 排

放通量、不同水文要素条件、溶解氧、有机碳、营养盐及沉积物氧化还原状态等信息。由此，调度驱动过

程的监测为后续连续观测、关键阶段加密监测和运行情景下的通量外推提供了基础。 

1.3 水-气界面扩散与气泡释放 

水-气界面扩散和气泡释放是河道型水库水体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的两类基本路径。与开阔湖泊或湖

泊型水库相比，河道型水库中水面扩散和气泡释放的基本机制并无本质差异，但其空间组织方式和主控因

子更受河道形态与调度过程影响。河道型水库通常沿纵向形成入库河段、过渡库段、支流库湾、主库区和

坝前深水区等不同水动力单元，不同库段在流速、水深、停留时间、沉积物有机质和水体混合条件方面差

异明显，从而导致溶解气体浓度、界面交换强度和 CH4 气泡释放概率呈现明显空间分异[9,14]。以三峡水库

为例，高分辨率观测显示，其溶解态 CH4 浓度和扩散通量具有显著时空差异，上游库段浓度和通量通常高

于近坝库段[34]。 

支流库湾和浅水沉积区是河道型水库水面排放监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空间单元。这类区域水体交换相

对较弱，营养盐、有机质和细颗粒沉积物更易累积，既可能增强溶解态 CO2 和 CH4 的浓度，也可能为 CH4

气泡释放提供底物和厌氧环境[14,35]。由此，监测设计应按库段和水动力单元区分扩散通量与气泡释放贡献，

重点覆盖入库河段、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和坝前深水区，并在水位快速变化或关键调度阶段加密观测，

以降低路径归属和尺度外推的不确定性。 

1.4 过坝下泄消气的工程控制过程 

过坝下泄消气是河道型发电水库区别于天然湖泊和开阔型水库的重要排放过程。对于具有深层取水和

集中泄流特征的河道型水库，坝前深水区可能因水体分层、有机质分解和溶解气体累积形成较高的 CO2 或

CH4 浓度。当水体经水轮机、泄洪孔、溢洪道或深孔下泄时，压力骤降、掺气增强和水流强紊动会促进溶

解气体快速释放，使坝下河段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区域[36-37]。 

过坝消气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明显的工程工况依赖性和空间快速变化特征。一方面，不同泄流方式对

应不同取水深度和消能过程，同一水库在发电、泄洪、调峰或生态调度等不同运行工况下，坝前溶解气体

输入和坝下释放效率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坝下河段通常处于高速水流和强紊动环境中，气体交

换可同时发生在自由水面、掺气气泡和尾水混合区等多个界面，溶解气体浓度也可能在较短距离内快速衰

减[11]。已有关于过坝下泄总溶解气体研究表明，高坝泄流产生的气体过饱和及其下游输移受初始气体饱和

度、泄流方式、掺气过程、水深和紊动条件等因素影响，常需通过现场观测与两相流或水动力模型结合预

测和校验[38-39]。尽管这类研究主要面向总溶解气体过饱和及其生态效应，但其揭示的取水层、泄流结构、

掺气紊动和坝下沿程衰减之间的过程联系，对 CO2 和 CH4 过坝消气监测与评估具有方法学借鉴意义。 

因此，过坝下泄消气的监测要求不应局限于在坝下某一点位直接测定通量，而应服务于过坝消气过程

识别和模型评估。监测对象应从单一水面通量扩展到坝前取水层溶解气体累积、泄流工况变化和坝下河段

溶解气体衰减过程；监测时段应覆盖不同泄流方式、流量条件和调度阶段；空间上则需要关注坝前深水区、

坝下近区和下游恢复河段之间的连续变化。对于梯级河道型水库，还应考虑上一级水库下泄水体对下游河

段及下一级水库溶解气体输移和再释放过程的影响。由此，过坝消气监测的重点是建立泄流工况、溶解气

体变化和坝下释放量之间的过程关联，为模型提供边界条件与校验依据。 



1.5 水位涨落驱动的消落带非稳态排放 

水位涨落使消落带成为河道型水库中最典型的非稳态排放单元。消落带是河道型水库受季节性蓄泄、

调峰运行和生态调度影响形成的水陆交错区域，消落带暴露期主要以土壤、植被的排放过程为主。与自然

河岸带相对缓慢的季节性变化不同，河道型水库消落带暴露和淹没过程直接受水库蓄泄调度控制，因而具

有更强的人工节律和非稳态特征，可被视为一个水位变化驱动的“动态生物地球化学反应器”，其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淹没-出露过程可快速改变表层土壤含水率、氧扩散条件和氧化还原状态；二是

植被-土壤系统在淹没期的厌氧分解与落干期的好氧矿化之间交替转换，从而调控温室气体的产生、氧化

与排放；三是水位涨落伴随的沉积和再悬浮过程会重塑表层基质、植被残体和有机质分布，进而影响微生

物活动和碳转化过程[40-41]。 

这种动态反应器特征直接影响消落带 CO2 和 CH4 的产生与释放。在出露阶段，沉积物由缺氧状态转

为相对好氧环境，土壤通气性增强，可显著促进土壤有机质矿化及根系呼吸，从而增强 CO2 释放；而在重

新淹没后，土壤含水率升高、氧扩散受限，植被残体及土壤有机质分解为产甲烷微生物提供底物，进而在

厌氧条件下促进 CH4 生成[42-44]。部分具有发达通气组织的湿生植物还可通过植物介导途径，将根际或土壤

中产生的 CH4 直接输送至大气[44]。 

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的定量难点在于，其通量变化同时受到水位阶段、暴露历时和空间分异的共同控

制。在时间上，水位下降期、出露初期、持续暴露期和再淹没阶段对应不同的土壤含水率、氧化还原状态

和微生物过程，低频或单一时段观测难以代表全年排放；在空间上，不同高程带的淹没历时、植被覆盖、

土壤质地和土地利用背景存在差异，使同一水库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量具有空间异质性[13, 45-46]。对于三峡

水库这种反季节调度明显、消落带面积较大的河道型水库，水位涨落还会持续改变暴露面积和暴露时长，

其区域排放估算不仅取决于单位面积通量，也取决于动态暴露边界的识别[45,47]。由此，消落带监测要求应

突出水位阶段、动态边界和空间分区。时间上，应覆盖出露初期、持续暴露期和复淹初期等关键阶段；空

间上，应结合高程带、植被类型、土壤质地和有机质条件进行分区。 

1.6 多过程耦合下的综合监测要求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并非单一水面交换过程，而是河流纵向输移、水库滞留沉积、水位调度、工

程泄流和岸带干湿交替共同作用的结果（图 1）。这种多界面、多路径和多阶段叠加的特征，是河道型水库

温室气体监测区别于天然湖泊和一般河流监测的核心难点。因此，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的关键不只是

提高通量测定精度，更在于建立能够解释排放来源和过程归属的综合监测体系。该综合监测体系首先要求

明确水库温室气体排放路径和核算边界。水-气界面扩散、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消落带土壤与植被排

放，在发生位置、持续时间和控制因素上均存在差异。若仅用水面温室气体平均排放通量代表水库整体排

放，容易低估具有空间热点性、事件性或动态边界特征的排放组成，也可能在库区、坝下河段和消落带之

间造成核算边界不清。因此，路径区分和边界统一是提高水库温室气体通量估算可比性的前提。 

其次，监测体系匹配水库排放的非稳态特征。水库蓄水初期、排水期、运行期、泄洪期、再淹没期等

关键阶段，往往对应不同的水动力条件、氧化还原状态和气体释放方式。低频人工采样可以获得基础排放

通量水平，但难以识别短期高通量事件及其过程机制。因此，监测频率应与水库水文条件相匹配，并同步

获取水温、溶解氧、有机碳、营养盐、沉积物或土壤氧化还原状态等环境过程因子。 

最后，综合监测还需要解决空间代表性和尺度外推问题。水库内部存在干流、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

坝前深水区、坝下河段和消落带等不同功能单元，其碳源供给、水动力条件和排放机制差异明显。因此，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测设计应围绕干流与支流库湾、浅水区与深水区、坝前与坝下、稳定水面与动态消落

带等典型空间单元分区布设，并将通量观测与水文过程、底物供给、沉积物或土壤性质及植被状态等信息

联系起来。总体而言，水库温室气体综合监测应围绕路径识别、动态捕捉、空间分区、过程解释和不确定

性约束展开，为后续监测技术适用性评价和多方法集成提供问题基础。 

 



 

图 1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关键排放过程与监测方法。（A）流域梯级水库群形成下的河流纵向输移、水库调度和陆源有机碳输

入格局；（B）河道型水库中过坝下泄消气、水-气界面扩散、气泡释放及消落带土壤-植被排放等关键过程及主要监测方法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ke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rocesses and monitoring methods in riverine reservoirs. (A) Longitudinal 

riverine transport, reservoir regulation, and terrestrial organic carbon input under a basin-scale cascade reservoir system; (B) key 

processes and major monitoring methods in a typical riverine reservoir, including degassing during dam discharge, air–water diffusive 

exchange, ebullition, and soil-vegetation emissions from the drawdown zone 

表 1 水库温室气体关键排放途径特征及监测要求 

Tab.1 Characteristics and monitoring requirements of ke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reservoirs 

关键过程 主要监测问题 时空特征 关键监测要求 

蓄水淹没与陆

源碳脉冲 

初次蓄水形成的新增 CO2

和 CH4排放如何与蓄水前

背景区分 

蓄水初期可能增强，后续随底物

消耗和水体稳定而衰减；受淹没

土地利用类型、植被和土壤有机

质性质影响 

建立蓄水前背景基准，捕捉蓄水初期

排放峰值，结合淹没高程、土地利用

和碳库信息长期约束 

水库调度驱动

的碳源汇转换 

水位涨落和运行调度如何

改变 CO2和 CH4产生、氧

化和释放之间的平衡 

具有时空分异特征，受水文条

件、水化环境条件影响 

结合水库不同运行阶段观测，同步获

取通量、水文水质和沉积物过程因子 

水-气界面扩

散与气泡释放 

扩散与 CH4冒泡如何区

分，并量化其对温室气体

总排放的相对贡献 

界面扩散时间连续变化，空间相

对均匀但受水动力影响；气泡释

放的空间热点性和时间突发性可

能在浅水区和支流库湾叠加 

获取浓度梯度、气体交换条件和气泡

释放过程，识别冒泡热点，区分扩散

和气泡贡献 

过坝下泄消气 

工程泄流如何导致溶解态

温室气体快速释放，并如

何纳入水库排放边界 

受泄流方式、取水深度、流量、

水头等条件控制，受运行工况影

响显著 

关注坝前取水层溶解气体累积、泄流

工况变化和坝下断面浓度衰减，明确

过坝及坝下释放边界 

消落带非稳态

排放 

如何将不同路径、阶段和

空间单元的监测结果整合

进而估算排放 

多路径并存，高时空异质性，不

确定性来源复杂 

建立路径识别、动态捕捉、空间分

区、过程解释和不确定性约束相结合

的综合监测思路 



2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法及适用性评价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方法的适用性，取决于其能否匹配空间结构、调度过程和排放路径。水-气界

面扩散和气泡释放是各类湖库普遍存在的排放途径，其监测方法已相对成熟，但在河道型水库中，狭长库

形、纵向水动力梯度、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和水位调度会改变点位布设、参数选择和空间外推方式。相

比之下，过坝下泄消气、消落带动态暴露及梯级水库群尺度外推更能体现河道型发电水库区别于天然湖泊

和开阔型水库的监测难点。因此，本章主要围绕不同技术对河道型水库关键排放过程的适应性、局限性和

组合方式展开评述（表 2）。 

表 2 传统监测方法在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评估中的适用性评价 

Tab.2 Applicability of conventional monitoring methods for greenhouse gas flux assessment in riverine reservoirs 

监测方法 主要观测尺度 时间分辨率 适用监测对象 河道型水库中的适配重点 主要局限与不确定性 

通量箱法 局地/点位尺度 低-中 

开放水面、土壤-植

被界面的局地排放通

量 

需按入库河段、支流库湾、

坝前库区和消落带等典型空

间单元分区布设；在水位快

速变化前后加密观测 

空间代表性有限，受箱体扰

动、风速与湍流条件变化影

响 

涡度相关法 局地/点位尺度 高 
较均一水面或陆地生

态系统的连续净通量 

暂不常见，更适合典型库段

或岸带连续背景通量监测 

狭长水面、峡谷地形等地下

垫面特征难以区分不同排放

路径 

薄边界层模型法 点位-区域尺度 低 水-气界面扩散通量 
适合多点扩散通量估算和区

域外推 

k值参数化不确定性大，难以

表征气泡释放，受风速与湍

流条件变化影响 

倒置漏斗法 点位尺度 低 
气泡释放的点位收集

和气体组成测定 

适合支流库湾、浅水沉积

区、入库河口和有机质沉积

区等潜在冒泡热点，操作简

单 

气泡捕获效率受漏斗尺寸、

布设深度和环境扰动影响，

时空分辨率低 

声呐探测技术 局地-区域尺度 中 
气泡羽流识别和冒泡

热点空间探测 

适合在狭长库区、支流库湾

和浅水沉积区空间扫描，并

与倒置漏斗结合评估 

数据处理复杂，设备成本

高，模型与校准依赖强 

坝前后断面监测

与水动力-传质

模型 

工程局部尺度 按工况模拟 过坝下泄消气过程 
适用于高流速、强紊动条件

下的气体快速释放过程 

受工况变化、断面代表性、

传质参数、气泡参数和模型

边界条件影响 

消落带箱式通量

观测 
局地/点位尺度 低-中 

不同水位阶段和空间

分区的单位面积通量 

可按不同高程带、植被类型

和水位阶段原位监测 

受样点代表性、采样频率、

土壤和植被异质性、暴露时

长影响 

遥感空间分区与

通量外推 
区域尺度 中 

水面面积、消落带动

态暴露边界、高程带

面积权重和植被空间

分布 

可识别消落带动态边界，实

现由点位向区域尺度扩展 

受水陆边界识别误差、植被

分类误差、面积权重等影响 

 

2.1 点位直接通量监测方法 

作为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中最基础的实测方法，适用于水-气界面扩散通量、消落带土壤植被排放和局

地点位过程通量测定，主要包括通量箱法和涡度相关法。通量箱法侧重局地界面通量，适合点位对比和过

程响应观测；涡度相关法侧重碳足迹范围内的连续净通量，适合刻画时间变化曲线。对于河道型水库而言，

直接通量观测的关键不只是获得某一点位通量值，而是需要根据库段分异和水动力单元分区布设。具体来



说，这类方法的适用性评价重点在于其空间代表性、时间连续性、过程分辨能力和观测扰动。 

2.1.1 通量箱法  通量箱法是一种传统的现场直接测量扩散通量技术。用于开放水面监测时，通常采用浮

箱；用于消落带、湿地或植被覆盖区域监测时，则多采用静态箱或透明、不透明箱，以区分土壤呼吸、植

被光合作用和植物介导传输等过程[48-50]。通量箱法的一般计算公式如下： 

𝐹 =
𝑆×𝑃×𝐹1×𝐹2×𝑉

𝑅×(273.15+𝑇)×𝐴
                                    (1) 

其中,F 为水-气界面扩散通量（mg/（m2·h）），S 为箱内温室气体浓度随时间变化的斜率（µatm/s 或 ppm/s），

P 为环境大气压力（kPa），F1 为分子摩尔质量（如 CO2：44 g/mol）， F2 是秒与小时的转化系数（3600 s/h），

V 为箱内气体的有效体积（m3），R 理想气体方程中的常量（8.3144 J/（mol·K），T 为箱内气温（℃），A

为箱内覆盖水面的表面积（m2）[51-54]。 

通量箱法的优势在于所用设备简单、成本低、布设灵活，其可靠性主要受箱体设计、采样时长、箱内

混合、温度变化和水动力扰动影响。对于河道型水库，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在支流库湾、

浅水沉积区、坝前库区和消落带等典型单元分区观测，揭示不同水动力和底物条件下的局地排放差异；二

是可在水位涨落初期或调度转换期加密观测，捕捉短期过程响应。因此，通量箱法更适合作为典型点位和

关键阶段的过程观测工具，而不宜直接用少量点位代表全库平均排放。 

通量箱法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箱体扰动、采样频率和样点代表性。箱体覆盖水面后会改变箱内风场、

压力、温度和近表层湍流结构，从而使测得通量偏离自然状态下的交换速率。对于开放水面，浮箱可能改

变原有风浪和湍流结构，从而影响水体与大气界面交换。例如，Vachon 等研究发现使用的特定浮箱在低湍

流条件下可使气体通量最高高估约 10 倍；在高湍流条件下，高估幅度明显降低，但平均高估比仍约 50%

以内[55]。这说明通量箱误差并非固定方向和固定量级，而与箱体结构、固定或漂移方式、观测时长以及外

部风浪和湍流条件密切相关。对于植被覆盖土壤区域，透明箱与不透明箱的选择会影响光照条件和植被生

理过程，因此需要根据生态系统呼吸或土壤呼吸等不同目标选择箱体类型[56]。 

对于 CO2 和 CH4，通量箱偏差还具有不同表现。CO2 扩散通量主要受浓度梯度和界面传质控制，箱体

诱导湍流可能在低风速、低湍流条件下造成高估，而在强风浪条件下也可能因屏蔽自然风生湍流和波浪破

碎过程导致低估。Erkkilä 等在湖泊环境中监测发现，浮箱测得的 CO2 通量有时高于同步涡度相关结果[57]。

CH4 通量则更易受到气泡释放事件影响。若观测期间偶发气泡进入箱体，会造成箱内浓度短时快速升高，

使 CH4 通量被显著高估；若低频布设未捕捉气泡释放事件，则可能低估区域 CH4 排放。因此，在河道型水

库中，通量箱观测应尽量与气泡识别、溶解气体浓度观测、连续水位记录或涡度相关观测结合使用，以避

免将局地箱体扰动或偶发气泡事件误判为区域平均通量。 

2.1.2 涡度相关法  涡度相关法是一种基于大气湍流输送原理的直接通量观测方法，可在不干扰下垫面

的条件下获取一定足迹范围内温室气体与大气之间的净交换通量[58-60]。与通量箱法相比，涡度相关法不局

限于箱体覆盖范围，而是反映观测点上风向足迹范围内的综合净通量，因而更适合连续观测和通量动态变

化研究。涡度相关法的气体通量计算公式一般如下： 

𝐹 = 𝑤′𝑐′̅̅ ̅̅ ̅̅                                        (2) 

其中, F 为待测气体通量（mg/（m2·d）），𝑤′为垂直风速脉动（m/s），𝑐′为待测气体平均浓度（g/m3），𝑤′𝑐′̅̅ ̅̅ ̅̅

代表风速与浓度脉动的协方差[61]。按照上述参数单位，𝑤′𝑐′̅̅ ̅̅ ̅̅ 与F之间还需单位换算，即F=𝑤′𝑐′̅̅ ̅̅ ̅̅ ×1000×86400。 

近年来，涡度相关法在湖泊环境中主要用于 CO2 通量监测，少数研究应用于 CH4 通量测定[15,59, 62]。其

突出优势是时间分辨率高，可实现全年连续监测[15]。然而，涡度相关法在河道型水库中的应用也受到通量

足迹和下垫面异质性的限制。尤其是对于峡谷型或山地河道型水库，复杂地形还可能影响风场稳定性和湍

流结构，增加通量解释难度。这是由于涡度相关法本质仍属于点位尺度观测，空间代表性受观测高度、风

向、风速、大气稳定度和下垫面粗糙度等因素控制[63]。因此，涡度相关法更适合作为连续净通量和关键事

件响应的观测手段，而不宜单独作为全库排放外推依据。 

2.2 水-气界面扩散通量的估算方法 

水-气界面扩散通量估算方法是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评估中的重要手段，目前常采用薄边界层模



型，其基本表达式为： 

𝐹 = 𝑘 × (𝐶𝑤𝑎𝑡𝑒𝑟 − 𝐶𝑒𝑞)                              （3） 

其中, F 为水-气界面扩散通量（mg/（m2·h）），k 为气体传质系数（mm/h），Cwater 和 Ceq 分别是水中 CO2/CH4

浓度（mg/L）和大气 CO2/CH4 浓度在特定温度下达到平衡时的浓度[52,64]。需要注意的是，薄边界层模型估

算的是水体与大气界面扩散通量，而不是沉积物与水界面通量。沉积物扩散系数和沉积物结构等参数需另

行计算，不能与水体与大气界面扩散通量混用。 

对于河道型水库而言，薄边界层模型的适用难点在于浓度场和 k 值均具有显著空间分异。有关热带水

库的空间解析观测表明，若采用平均风速换算得到的固定 k 值，可使 CO2 扩散通量低估约 41%至 57%，

也可能高估约 70%；对于 CH4 扩散通量，固定 k 值可造成约 34%至 82%的通量低估[65]。关于大型湖泊温

室气体通量评估的研究指出，不同经验模型和过程模型对 k 值的预测可相差约 2 倍[66]。河道型水库的狭长

水面、支流汇入、水位调度和纵向水动力变化等特征，使水-气界面交换不仅受局地风速控制，还可能受流

速、分层破坏、热对流、泄流扰动和库湾水体混合影响。若直接采用开阔湖泊或低流速水体中建立的风速

经验公式，可能难以代表实际界面交换强度。湖泊区域的相关研究表明，将风剪切和水体冷却等过程纳入

k 值估算后，得到的气体交换速率可显著高于早期单一风速模型，说明不同 k 值模型可能造成系统性排放

通量差异[67]。 

从适用边界看，薄边界层模型适合估算非气泡主导条件下的水-气界面扩散通量，尤其适用于多点位

调查、断面观测和开放水域扩散通量外推。若水体中温室气体以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等途径为主，仅

依据模型估算会严重低估总排放通量。 

2.3 气泡释放监测方法 

气泡释放过程的监测目标与扩散过程不同，其核心在于识别温室气体冒泡事件、刻画热点区域分布，

并尽可能量化气泡释放在总排放中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可被监测到的气泡几乎全部以 CH4 为主，

而较少涉及 CO2 等其他温室气体[14, 68-69]。下面技术方法描述中主要以 CH4 为核心监测对象。 

目前水库气泡释放监测主要包括倒置漏斗法和声学探测方法。倒置漏斗法设备简单、成本较低，能够

提供局地气泡通量和气体组成实测数据[70]。但由于漏斗覆盖面积有限，其结果对布设位置高度敏感，难以

代表气泡释放的空间异质性；若观测频率较低，也容易遗漏短时冒泡事件和水位变化引起的脉冲释放。该

方法气泡释放通量的计算公式一般如下： 

𝐹 =
1000×C×𝑉

A×𝑡
                                       (4) 

其中,F 为气泡释放通量（mg/（m2·d）），C 为漏斗收集气泡中所含温室气体浓度（mg/m3），V 为漏斗气泡

收集的体积（m3），A 为漏斗口径面积（m2），t 为气泡收集时间间隔（d）[52-53,71]。在河道型水库中，该方

法更适合用于典型浅水区、支流库湾和高有机质沉积区的定点观测，不宜单独用于全库气泡释放外推。 

声呐探测技术是近年来用于气泡释放空间识别和通量反演的重要技术，与倒置漏斗相比，声学方法在

空间扫描和热点识别方面具有优势，尤其适合河道型水库中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和有机质丰富区域的冒

泡空间结构调查。但声学探测本身通常不能独立给出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其气泡体积反演需要气泡尺寸、

上升速度和声学散射模型支持。其监测数据处理需通过去卷积算法还原气泡体积分布，设置单目标筛选标

准剔除鱼群、悬浮颗粒物等干扰信号，确保目标识别准确性[72]。气泡中温室气体体积分数仍需通过倒置漏

斗或气相色谱分析获取，两者联合估算。 

由此，声呐技术在气泡释放监测中的科学定位在于获取空间结构与体积通量，而非独立完成温室气体

通量估算，其有效应用依赖多参数观测与多方法耦合。若目标是量化支流库湾 CH4 冒泡对水库总排放的贡

献及其年际变化，则需要满足高空间分辨率识别冒泡热点、高时间分辨率捕捉突发性冒泡事件、长时间连

续观测计算年通量，以及区分水-气界面扩散背景通量等需求。针对这些需求，声学探测主要用于走航或季

节性扫描，以刻画冒泡热点及其空间分布；倒置漏斗或自动集气装置应布设于声学识别出的代表性热点区

和背景区，用于获取连续或高频点位气泡通量及气体组成；溶解气体观测结合薄边界层模型则用于估算同

期扩散通量背景。最终需要建立声学信号强度、气泡体积分布、点位气泡通量和气体组成之间的转换关系，



将点位观测结果向库湾或全库尺度外推，并评估热点识别、点位代表性、气体组成和时间外推等不确定性。 

2.4 过坝消气监测与模型评估 

过坝消气属于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中具有较强非连续性和高不确定性的排放路径。对于过坝消气

监测，已有关于大坝泄洪总溶解态气体过饱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大坝泄洪下游水体中溶解态气

体变化不仅与自由水表面传质有关，更与气泡卷吸进入水体后的气泡界面传质、有效水深和水流紊动特性

密切相关[37]。在高坝挑流消能条件下，溶解态气体过程可概化为消能区内高压掺气水流中的气体过溶，以

及水流离开消能区后因压力和水深降低引起的快速释放[39]。所以，过坝消气的关键控制环节并非单一水面

边界层交换，而是泄流建筑物、消能方式和坝下水动力条件共同决定的非均匀传质过程。这一过程特征决

定了常规原位通量方法的适用性有限。 

由此，现有温室气体过坝下泄评估研究主要采用现场边界条件与水动力传质模型结合的技术路线。黄

菊萍等基于气液两相的 VOF（Volume of Fluid）模型构建了大坝泄流条件下 CO2 与 CH4 排放速率的数学模

型。具体而言，可通过现场获取上游来流浓度、水位、流量及运行工况等边界条件，再利用气液两相流模

型对过流坝面及坝下消力池中的气泡传质和自由液面传质过程模拟，从而估算 CO2 与 CH4 排放速率[36]。

该模型的可靠性取决于边界条件和关键传质参数，尤其是依赖掺气浓度、气泡粒径、气泡界面传质系数、

自由液面传质系数和紊动扩散参数等变量，其中部分参数难以在原型工程中直接测定，通常需要结合水力

模型、经验关系或现场断面资料校准[36]。尽管现有温室气体过坝模拟多借鉴水体中溶解氧过饱和研究框架
[37,73]，但 CO2与 CH4 的溶解度、扩散系数和生物地球化学背景与溶解氧均不同，模型参数仍需针对具体河

道型水库特点和气体类型进一步校验。对于梯级河道型水库，还需考虑上一级水库下泄水体对下游河段及

下一级库区溶解气体输入和再释放过程的影响。由此，过坝下泄消气监测与评估的适配重点在于：以现场

断面监测约束模型输入与输出，以工程运行资料解释工况差异，并通过模型模拟弥补高紊动、短历时释放

过程难以直接观测的不足。 

2.5 消落带排放通量监测与空间外推方法 

消落带排放是水位涨落幅度较大、周期性暴露明显的河道型水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排放过程。与稳定

岸带或开阔型水库固定水陆边界不同，河道型水库消落带的暴露范围、暴露历时和复淹时间直接受蓄泄调

度控制，单位面积通量和暴露面积均随水位过程动态变化。因此，消落带温室气体监测不能仅依赖少量固

定点位通量观测，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水位阶段和空间分区的单位面积通量如何获取，二是这

些通量对应的暴露边界和面积权重如何确定。 

地面通量监测仍是消落带排放评估的基础。在实际应用中，消落带通量箱监测通常需要结合高程带分

区和水位过程布设，并在出露初期、持续暴露期及再淹没前后等关键阶段提高监测频率，以捕捉非稳态排

放变化。必要时，还可同步监测土壤含水率、氧化还原状态及有机质性质等参数，从而分析排放通量与过

程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41]。通量箱或与在线气体分析仪联用的箱式观测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落带

典型点位的时间分辨率，适用于捕捉昼夜变化、降雨事件和水位快速变化引起的非稳态响应。涡度相关法

也可用于连续净通量观测，但其在消落带地区的应用相对有限，且观测结果受足迹范围、下垫面均一性和

风场条件影响，难以直接区分土壤呼吸、植被交换和邻近水面排放[52]。由此，消落带排放监测应以分区通

量箱观测为基础，结合关键阶段的连续观测和过程因子同步测定，形成对不同水位阶段排放机制的约束。

遥感技术正是在这一环节发挥作用，其核心作用通常不是直接反演近地表温室气体浓度，而是为空间分区

和尺度外推提供边界约束[74]。 

遥感技术可以获取水体或消落带的空间范围及其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地面观测获得的通量数据，

从而得到区域总排放通量。该方法的核心思路是：通过遥感影像提取水面面积或消落带暴露的动态范围[75]，

并结合不同区域的通量观测结果或代表性排放因子，对整个区域尺度通量加权计算[47,76]。例如，在三峡库

区消落带 CO2 排放研究中，研究者基于 Sentinel-1 SAR 卫星数据提取消落带暴露与淹没范围，结合地面静

态箱观测获得的 CO2 排放通量，建立了 30 m、月尺度的 CO2 通量估算框架。结果表明该方法对暴露与淹

没边界的识别精度可达 92.3%，说明遥感技术能够较好反映消落带排放的空间差异特征[47]。 

除基于空间范围识别的分区外推外，遥感技术也可以用来反演水体或生态系统相关的环境参数（如水



表温度、叶绿素 a、透明度及溶解有机物等），并结合地面观测数据建立经验模型或机器学习模型，估计温

室气体通量的区域尺度。该方法已应用于内陆水体环境中。例如，在太湖藻型湖区的 CH4 通量监测研究

中，利用 MODIS 卫星数据反演水体温度、叶绿素 a 及光学参数，并结合实测 CH4 通量数据构建随机森林

模型，重建了湖泊 CH4 扩散通量的时空分布[77]。 

总体而言，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测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地面点位监测能否代表

不同高程带、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和暴露历时单元；二是遥感识别的水陆边界、植被覆盖和暴露状态

是否准确；三是点位通量向区域尺度转换时是否充分考虑水位过程和排放阶段差异。已有内陆水体遥感和

升尺度研究均表明，遥感反演或空间外推结果高度依赖地面数据质量、模型参数和空间分区合理性[78]。 

2.6 监测方法集成与不确定性控制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的关键不在于选择单一方法，而在于根据排放路径和监测目标建立相互

约束的方法组合。从温室气体排放路径看，水库开放水域的界面扩散通量可由溶解态气体浓度监测和薄边

界层模型估算，并通过通量箱或涡度相关观测对气体交换速率约束；气泡释放需要将声学热点识别与倒置

漏斗结合，以同时获得空间分布、气泡通量和气体组成；过坝下泄消气需依赖坝前浓度、泄流工况、坝下

断面观测和水动力-传质模型耦合评估；消落带排放则应以高程带、植被类型和暴露历时分区为基础，结合

通量箱观测、关键阶段高频监测和遥感边界识别进行空间外推。 

上述监测方法的不确定性控制应贯穿监测设计和尺度转换全过程。点位监测方法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

通量箱体扰动、采样频率不足和样点代表性有限；模型估算方法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参数确定和边界条件

设定；空间外推方法的不确定性则来自消落带边界识别、面积权重和模型结构选择。由此，水库温室气体

通量监测应形成路径识别、过程观测、空间约束和模型外推相结合的技术链条。对于大型河道型水库，还

需特别关注水库调度、支流库湾异质性、消落带动态暴露和过坝下泄消气对监测方案的影响。对于其他类

型水库，则应根据水库形态、调度方式、消落带规模和泄流条件调整技术组合，避免简单套用特定水库的

监测框架。 

3 典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目标与方法组合 

在实际监测中，方法选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取决于监测目标、排放路径、运行阶段和空间单元。

对于大型河道型发电水库，温室气体监测通常经历从基础排放识别、空间异质性约束、动态过程捕捉到多

路径核算边界拓展的转变，相应地，监测方法也由单一点位观测逐步发展为多路径、多尺度和多技术组合。

三峡水库作为典型大型河道型水库（以水力发电为重要功能），其特殊的调度方式如“蓄清排浑”、30 m 的

水位变化幅度以及巨大的库区尺度等特性，使其成为研究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的典型且复杂的系统[12, 

19,49]。自 2003 年蓄水以来，三峡水库温室气体研究逐渐从早期依赖静态箱法的单一技术体系，发展为多技

术耦合更高时空覆盖的监测框架[12,14]。基于此，本章以三峡水库为核心案例梳理不同监测目标下的方法组

合，有助于理解温室气体监测方法在河道型水库中的实践路径，以揭示复杂水库场景下监测技术集成应用

的必要性（表 3）。 

3.1 基础排放识别 

三峡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的监测研究从 2008 年起逐步开展，早期监测目标主要是回答大型河道型水库

蓄水运行后库区是否形成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源[19,79-80]。由于当时针对我国大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

的实测资料极为有限，国际上有关水库温室气体效应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水库研究成果，

因此需要通过直接观测获得基础证据，为后续排放评估提供依据[19,81]。 

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其水-气界面扩散排放是否显著增强的问题，通量箱法成为早期研究采用最广泛

的监测技术。Chen 等于 2009 年夏在三峡水库干流及坝后河段布设多个监测点，采用静态浮箱法结合气相

色谱分析测定三峡水库水面 CH4 平均扩散通量为 0.26 ± 0.38 mg/（m2·h），为三峡水库蓄水后的温室气体

排放提供了直接观测证据[82]。随后，Yang 等、Zhao 等在干流、支流库湾以及坝下河段多点位连续观测，

结果表明三峡水库 CO2和 CH4通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区域差异，其中支流及上游主干流 CH4通量相对更高，

主库区 CO2 通量则受水体代谢、水动力条件和碳输入共同影响相对更高[83-84]。这些研究中的技术选择具有



明显的探索性：通量箱法能够直接给出单位面积界面交换通量，适合回答水库蓄水后是否存在排放及其大

致水平，但其空间覆盖和时间连续性有限。然而，随着监测工作的开展，研究者逐渐发现单纯依赖通量箱

观测难以支撑区域尺度排放评估。这一认识推动研究逐步从单纯获取通量数据转向探索排放空间异质性的

形成机制。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直接观测与模型估算结合，以提高区域尺度评价能力。例如，2011

年姚骁等基于顶空平衡测定溶解态 CO2 浓度、结合薄边界层模型估算发现，两种监测方法集成应用可为扩

散通量变化趋势判断提供补充约束[64]。李哲等进一步基于监测 2010-2011 年连续监测资料数据，分别采用

水下地形划分法和环境因素控制法估算澎溪河回水区全年 CO2、CH4 水-气界面总通量，指出水库支流扩散

排放的年总量评估需充分考虑空间分区差异及时间动态变化，单点观测难以准确反映真实排放水平[85]。 

表 3 三峡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目标和方法组合特征 

Tab. 3 Monitoring objectives and method combinations for greenhouse gas flux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监测目标 核心监测问题 主要监测对象 监测方法组合特征 监测方法贡献与适用边界 

基础排放识

别 

蓄水运行后是否形成

显著温室气体排放源 

开放水域 CO2与

CH4水-气界面扩

散通量 

以通量箱法结合气相色谱分析为主，

辅以薄边界层模型估算；监测尺度以

典型点位、断面和季节性调查为主 

建立三峡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基

础观测证据，明确水-气界面扩散

排放是重要路径；点位覆盖和时

间连续性有限 

监测方法标

准化 

不同研究结果差异来

自方法误差还是环境

异质性 

比较通量箱法的箱体结构、分析仪配

置和数据处理差异 

推动监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为后

续空间分区监测和区域核算奠定

基础 

连续监测与

区域外推 

如何从有限点位观测

走向全库尺度核算 

由固定点位定时观测发展为连续溶解

气体观测、薄边界层模型、采样点位

优化和区域外推 

提高沿程浓度场和空间梯度识别

能力，利于全库核算；通量转换

仍受模型参数限制 

气泡释放识

别 

扩散通量是否遗漏局

地温室气体高排放路

径 

支流库湾、浅水

区、入库河口等地

CH4气泡释放 

由倒置漏斗点位集气发展为倒置漏斗

与水声探测结合 

推动气泡监测从点位监测转向热

点识别；仍需结合关键水位阶段

分区监测 

过坝下泄消

气评估 

发电和泄洪过程是否

造成溶解态温室气体

快速释放 

过坝水流 CO2与

CH4消气释放 

由坝前和坝下断面浓度差与流量估

算，发展为结合泄流工况、水动力条

件和气液两相传质过程的模型评估 

监测边界由自然界面过程向工程

运行过程扩展；难以直接原位测

定，模型结果依赖边界条件和传

质参数 

消落带排放

与动态外推 

非稳态水陆交错带如

何纳入区域核算 

消落带土壤植被

CO2与 CH4排放 

按照土地利用、高程梯度和水位阶段

分区通量箱监测；结合环境、水文、

微生物等要素解析机制，并利用遥感

监测分区外推 

将监测目标由识别热点推至机制

解释和区域外推；仍需加强关键

水位阶段高频观测 

 

根据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基础排放识别的核心贡献在于建立了三峡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观测体系，

并初步明确了扩散排放是库区温室气体释放的重要途径。然而，不同监测点之间通量差异显著，支流库湾、

主河道和坝下河段往往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排放特征。并且，单一通量箱观测结果容易受到风速、水体扰动

以及短期生物过程变化的影响，不同时间和不同位置获得的数据离散性较高[64]。随着基础通量水平被识别，

空间异质性、方法可比性以及区域尺度外推等问题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3.2 监测方法标准化 

随着三峡水库基础排放水平逐步得到识别，研究开始关注库区内部排放的空间异质性。早期监测结果

显示，三峡水库干流、支流库湾、坝前深水区和坝下河段的 CO2、CH4 通量差异明显，说明河道型水库并

不能被简单视为均质水面。由此引起研究者们思考，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究竟来源于监测方法还是环

境本身。 



为评估监测方法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2012 年在三峡大坝坝前水域组织开展了国际温室气体监测方

法比对试验[86]。来自多个国家的研究团队采用不同结构和规格的浮箱系统，在相同环境条件下同步测定水

-气界面的 CO2 和 CH4 扩散通量。这一试验的背景在于，不同团队所采用的箱体结构、箱体体积、气体循

环方式、分析仪配置和数据处理流程并不完全一致。在同一地点、同一环境条件下比对，就能判断不同研

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到底是由方法差异造成，还是由水库内部空间异质性造成。结果表明，在低风速条件下，

不同浮箱系统获得的 CH4 通量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而 CO2 通量则表现出更高的变异性，对短期环境条

件和生物过程变化更加敏感。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比较不同设备本身，而在于首次系统区分了方法

误差与环境异质性的贡献，证明三峡库区不同区域之间的排放差异主要来源于真实环境差异，而非监测方

法造成的偏差[86]。这一认识推动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体系从单点观测向空间分区监测转变，为后续区

域尺度排放核算奠定了基础。 

3.3 连续监测与区域外推 

在方法可比性和空间异质性得到初步认识后，河道型水库全库尺度排放核算中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代

表性问题进一步凸显。由此，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技术由固定点位定时观测，发展为连续溶解气体观测、模

型估算和区域尺度外推相结合的监测模式。 

随着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发展，连续溶解气体观测装置开始被引入三峡水库研究。Xiao 等开发的快速响

应自动气体平衡器 FaRAGE（Fast-Response Automated Gas Equilibrator）可连续原位观测溶解 CO2 和 CH4

浓度，其响应时间短（监测气体响应时间 10-12 秒）、测量精度高（监测 CH4 准确度 0.5%），为大型河道型

水库连续溶解气体监测提供了技术基础[87]。连续溶解气体观测推动了空间尺度外推。Liu 等利用 FaRAGE 

与温室气体分析仪连续测定 CH4 浓度，并采用薄边界层模型估算得到 CH4 扩散通量，模拟结果表明仅依

赖单点进行全库区推算会产生显著误差；至少需布设 38 个（夏季）或 52~58 个（冬季）监测点，才能获

得较可靠的区域平均估值[34]。 

除连续溶解气体观测外，涡度相关法也代表了水体温室气体连续通量监测的重要方向。然而，三峡水

库峡谷地形复杂、岸线曲折，水陆交错界面多，船行和局地风场影响显著，涡度相关观测的通量足迹解释

和数据质量控制难度较大，因此尚未在三峡库区本体形成长期应用。相比之下，在三峡工程下游开阔连通

湖泊中，该方法已显示出应用潜力。Zhao 等采用涡度相关法监测鄱阳湖 CO2 通量，并结合机器学习分析

揭示三峡大坝运行对下游大型连通湖泊 CO2 通量格局的扰动[88]。这表明连续通量观测可将监测对象由库

区水面扩展至库-河-湖连续体，为评估工程调度对更大区域碳通量的影响提供方法支撑。 

近年来，区域外推还与遥感和机器学习方法结合。对于大型湖泊和水库，现场连续观测能够提供高精

度浓度或通量样本，但难以长期覆盖整个水域；遥感则可提供大范围、高频次的水色、水温、叶绿素、悬

浮物和水面范围等空间变量，为通量空间外推提供外部约束[89]。已有研究将现场 CH4 通量监测与卫星影

像和随机森林模型结合，量化了大型富营养湖泊 CH4 扩散通量的空间范围[77]。 

3.4 多路径排放核算 

随着水-气界面扩散通量监测逐步从点位观测走向全库尺度核算，新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水-气界面扩

散通量并不能覆盖河道型水库全部温室气体释放过程。对于河道型水库而言，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以

及消落带干湿交替排放这些具有事件性、空间集中性和过程非稳态特征的排放途径，均可能对排放总量和

核算边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监测目标由水面扩散通量估算，拓展为多路径排放识别和综合核算。 

3.4.1 气泡释放识别  与水-气界面分子扩散不同，气泡释放通常发生于沉积物有机质丰富、底层还原环

境较强、气体过饱和程度较高的区域，尤其在支流库湾、浅水区、入库河口和沉积物淤积带更易形成局地

排放热点。已有研究指出，水库拦截泥沙和有机质可形成 CH4 排放热点，气泡释放具有显著小尺度空间差

异[25]。不过，气泡释放监测的关键并不只是获得某一个点位的通量值，而是识别热点区域、捕捉突发事件。 

三峡水库早期气泡释放监测主要依赖倒置漏斗等原位集气装置。以澎溪河回水区为代表的支流库湾水

域，由于水动力较弱、沉积物沉降和有机质积累较明显[90]，是监测气泡释放的重要区域。2012 年李哲等以

三峡水库典型支流澎溪河回水区高阳平湖库湾为研究对象，采用倒置漏斗法，构建了由浮标、水面缆绳、

倒置漏斗、集气瓶和配重装置组成的水下气泡收集系统，并用气相色谱分析 CO2 和 CH4 浓度。监测结果



表明，研究水域存在明显的气泡释放现象，CH4 气泡释放通量变化范围（0.00016~373.62 mg/（m2·d）），明

显高于 CO2 气泡释放通量变化范围（0~35.2 mg/（m2·d）），其最大值相差约 1~2 个数量级[35]。其中，局部

浅水区 CH4 气泡释放强度最高可达约 22.4 mmol/（m2·d），可为同期水-气界面 CH4 扩散通量的数十倍至数

百倍[35]。这些结果说明，在三峡库区局地浅水库湾区域，气泡释放可为局地 CH4 排放的重要途径。 

然而，倒置漏斗法也直接暴露出气泡释放监测的核心瓶颈。气泡释放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空间异质性，

漏斗开口面积有限，若布设点位未覆盖热点区，容易低估通量；若恰好布设于强冒泡点，又可能高估区域

平均水平。国际研究已表明，单点集气结果难以代表系统总量，在瑞士沃伦湖水电水库中，沉积物冒泡是

CH4 排放的重要贡献途径，但气泡释放总量还需要结合系统尺度质量平衡才能约束确定[91]。所以，仅依赖

少数倒置漏斗点位判断整个水库中气泡贡献碳排量是不可行的，必须识别热点区域。 

与倒置漏斗相比，声学探测具有非接触、空间覆盖范围大和快速识别热点的优势，能够沿断面或航线

获取气泡羽流分布。由此，研究者们将两种技术结合，进而满足气泡释放通量核算对通量强度和空间代表

性的双重要求。2012 年三峡大坝国际温室气体监测方法比对为这种技术组合提供了重要示范。该试验除

比较不同浮箱系统外，还在三峡坝前及邻近支流水域进行气泡释放的水声调查。瑞士 Eawag 团队采用分

裂波束回声探测仪（Simrad EK60，120 kHz）对水体中的气泡羽流进行水声探测，辅以开口面积约 0.1 m2

的小型倒置漏斗对局部羽流区域采样分析。该研究表明，水声探测方法能够有效识别气泡释放的空间分布

及其发生位置[86]。这种融合模式既弥补了倒置漏斗法覆盖范围小的缺陷，又具有解决声呐探测难以定性问

题的潜力，为库区气泡排放监测提供了有效示范。 

3.4.2 过坝下泄消气评估  过坝下泄消气是发电水库特有的工程控制型排放过程，也是河道型水库区别

于天然湖泊和开阔型水库的重要监测对象。早期国际上针对南美洲几座热带水库的研究表明，深层高 CH4

水体经水轮机或底孔下泄后，可在坝下河段形成显著消气释放，推动过坝消气逐渐被纳入水库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边界[92-93]。与水-气界面扩散及气泡释放过程相比，三峡水库过坝下泄消气排放通量的监测研究相

对较少，现有工作主要集中于基于运行参数与模型方法的排放评估，直接原位通量观测案例较为缺乏。从

技术演进看，过坝消气最初多采用坝前和坝下断面浓度差结合法估算，即通过测定坝前取水层或坝前控制

断面的溶解态 CO2、CH4 浓度，以及坝下近场或下游断面的残余浓度，结合下泄流量估算气体释放量[36,39]。

这类方法可用于判断过坝下泄是否造成明显溶解气体损失，但其本质上只能反映过坝前后浓度变化的综合

结果，难以区分水轮机过流、泄洪掺气、消力池混合、气泡界面传质和下游再曝气等不同环节的贡献。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过坝消气评估技术逐步由坝前—坝下浓度差的经验估算，转向结合泄流工况和水

动力传质过程的模型评估。3.4 一节中提到黄菊萍等基于气液两相 VOF 模型，对大渡河铜街子水电站大坝

泄流条件下 CO2 和 CH4 排放过程模拟评估[36]。该研究为三峡水库过坝消气排放提供了重要的定量评估手

段，其将排放估算与泄流方式、坝下水动力条件和气液传质过程联系起来，使过坝消气作为工程控制型排

放过程得到更清晰的过程表达。 

从方法组合角度看，过坝消气监测需要以坝前取水层溶解气体浓度、泄流流量、运行工况和坝下断面

浓度衰减为基础，并通过水动力-传质模型解析高流速、强紊动和强掺气条件下难以直接观测的快速释放

过程。未来研究还需围绕发电下泄、泄洪、深层取水和坝前分层增强等关键工况，加强关键参数（如溶解

氧、温度剖面）实测的基础上，提高模型参数本地化水平，并探索适用于高流速和非稳态环境的观测方法，

以提升过坝消气路径排放估算的可靠性。 

3.4.3 消落带排放与动态外推  三峡水库“蓄清排浑”的反季节调度使消落带在夏季长时间出露、冬季重

新淹没，导致土壤含水率、氧化还原状态、植被残体输入、有机质分解和温室气体产生/氧化过程随水位阶

段快速转换，进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过程表现出显著的非稳态特征[13]。因此，消落带通量监测的核心问题

不再是单一界面过程的测定，而是如何捕捉水位变化驱动下的阶段性排放响应。 

三峡水库消落带温室气体监测最初主要依赖静态箱法点位观测，目标是识别该区域是否构成重要排放

源。Chen 等在 2008 年夏对三峡水库新形成的消落带监测 CH4 通量，得到 CH4 通量范围是 0.25~14.9 mg/

（m2·h），他们发现不同植被群落间 CH4 排放差异显著[49]。该研究也是首次明确了消落带在三峡水库 CH4

排放估算中的重要性。随后，Yang 等在三峡库区秭归、巫山、云阳三个典型消落带区域，监测重点从单一



样地扩展到更广泛的消落带地表类型，具体针对水稻田、休耕地、农田、砍伐地四种土地利用类型开展静

态箱监测，发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CH4通量范围差异显著，并估算三峡水库消落带 CH4年排放量为 1033.5–

1333.9 Mg CH4/a，约相当于同期水-气界面 CH4 排放量的 42%~54%[46]。这表明，消落带的土地利用、植被

恢复和水位阶段共同决定其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基于上述定点定时监测研究，监测重点逐渐转向消落带温室气体的时空排放规律识别。已有消落带高

程梯度观测研究显示，三峡水库低高程（如 155m 高程）、长淹水历时区域相对更有利于 CH4 产生，消落

带排放沿高程带和淹水历时呈现显著空间分异[18]。在时间变化方面，Yang 等在秭归、巫山和云阳 3 个下

游典型点位，结合静态箱观测和主干流、支流多站点资料，对三峡消落带排水期 CO2 年排放通量估算。结

果显示排水期的 CO2 排放量为 342.67~495.96 Gg/yr，占消落带全年 CO2 排放量的 74.1%~81.5%[94]，说明

消落带水位下降期是温室气体集中释放的阶段。 

上述一系列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显著异质性，也推动监测目

标从单纯通量观测转向过程机制识别。消落带排放受土壤水分、温度、氧化还原状态、有机碳底物、植被

残体和微生物过程共同影响[41,44-45]，其中出露期土壤有机质矿化主要影响 CO2 释放，再淹没阶段植物残体

分解和厌氧环境恢复则可能增强 CH4 产生[43]。由此，在消落带碳来源和转化过程识别方面，相关研究还引

入碳同位素、有机质组分和微生物群落监测分析，以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机制和温室气体产生潜力。例如，

Zhao 等从土壤溶解性有机质特征与有机碳分解温度敏感性的关系出发，说明 DOM 组成和活性可影响消

落带土壤有机碳分解产生 CO2 潜力[95]。 

在全库碳排放核算需求推动下，消落带温室气体监测进一步转向多时段、多区域协同监测评估。李哲

等综合 2010—2011 年和 2015—2017 年三峡水库水面、消落带及坝下河段等多路径监测资料，估算三峡水

库后蓄水期净排放量达（10.41×105 ± 1.28×105）t CO2eq/yr，表明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在库区整体碳收支中

占据重要地位[96]。近期研究尝试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刻画消落带排放差异，例如 Dai 等在三峡水库运行 15

年后，围绕消落带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纵向、垂向和局地尺度空间变异开展全库尺度调查，表明消落带排

放不仅受单点土壤条件控制，还与库区上下游位置、高程带和局地环境差异共同相关[13]。 

近年来，随着对消落带非稳态特征认识的加深，研究者们意识到传统通量箱法在消落带区域外推中仍

存在明显局限。监测目标从点位通量测定转向区域尺度估算发展，高频监测和遥感空间约束在消落带动态

监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通过高频监测或关键时段加密采样，提高对排放峰值的捕捉能力；另一

方面，结合遥感技术识别消落带空间范围及其动态变化，为区域尺度排放外推提供约束条件。由于三峡库

区范围广、云雨频繁且岸线变化显著，仅依赖地面样点难以准确刻画消落带暴露面积及其时序变化。基于

此，Zhang 等将地面静态箱观测、Sentinel-1 SAR 遥感边界识别与水文资料相结合，构建了 2015—2023 年

三峡水库消落带月尺度 CO2 通量反演框架，实现了 30 m 分辨率的动态估算。结果表明，消落带虽只占库

区水面约 21.7%的面积，其年度总CO2排放量却达（392.2 ± 19.5）Gg CO2，约占库区水面排放通量的 44.4%[47]。

由此可见，卫星遥感驱动的区域尺度估算在捕捉消落带引起的温室气体脉冲式排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综上，三峡水库消落带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经历了由点位排放识别、土地利用与高程分区观测、关键水

位阶段过程监测、多路径总量核算到遥感约束区域外推的演进过程。三峡水库消落带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

测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监测对象是受反季节水位调度控制的非稳态水陆交错带，而非单一

稳定界面；其二，排放过程受淹水历时、高程梯度、植被恢复及土壤环境等多因素共同驱动，具有比一般

水面扩散更复杂的时空异质性；其三，监测目标已从早期识别排放热点，逐步发展为服务全库区碳足迹核

算的多尺度综合估算。因而，消落带不仅是三峡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监测中的独立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河道

型水库碳核算中最需要强化监测和方法创新的关键区域之一。 

3.5典型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案例启示 

三峡水库温室气体监测实践表明，大型河道型水库监测目标并非一开始就指向全库尺度综合核算，而

是随着问题认识不断扩展。早期监测重点在于确认库区水面是否存在显著 CO2 和 CH4 排放；随后，干流、

支流库湾、坝前和坝下河段之间的通量差异推动监测转向方法比对和空间分区；连续溶解气体观测和模型

估算提高了对纵向梯度和时间动态的捕捉能力；气泡释放、过坝消气和消落带排放的逐步纳入，则扩展了



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从方法组合角度看，三峡水库案例(表 3)说明，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不能依赖单一技术完成。通

量箱适合基础排放识别和典型点位比较，连续溶解气体观测和薄边界层模型适合水面扩散通量的纵向调查

与库段外推，声学探测与倒置漏斗结合有助于识别 CH4 气泡释放热点，坝前-坝下断面监测与水动力-传质

模型是过坝消气评估的核心技术路径，遥感分析则为消落带动态边界识别和区域外推提供约束。不同方法

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分别承担通量实测、过程识别、边界约束和尺度外推功能。 

4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的技术瓶颈与发展方向 

科学认识并客观评估河道型水库运行对 CO2、CH4 等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影响，已成为水电工程生态

环境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总体来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已由早期水-气界面扩散观测，逐步扩展至多路径

识别，并开始向连续观测、遥感外推和区域尺度核算发展。然而，当前监测与估算方法仍难以充分满足大

型河道型水库碳足迹核算和运行管理需求。不同监测方法各有适用边界，存在尺度、对象和不确定性来源

差异[52]。水库排放具有显著场地特异性和运行调控性，通用排放因子或少量点位观测难以反映水位调度、

支流库湾、消落带和过坝消气等过程造成的时空异质性[9, 97]。因此，未来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技术的发

展，不应仅停留在单项方法精度提升，而应面向动态过程识别、路径贡献量化、区域尺度外推，构建多源

观测与模型协同的综合方法学体系。 

4.1 技术瓶颈 

当前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的主要瓶颈，集中体现在路径识别、动态捕捉、空间外推和模型约

束四个方面。首先，水面扩散、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和消落带土壤-植被排放等路径在发生位置、持续

时间和控制因素上差异显著，若核算边界不清，容易造成漏算、重复计算或不同研究结果不可比。其次，

水位调度、调峰运行、泄洪、复淹和消落带出露等过程具有明显非稳态特征，传统低频人工采样难以捕捉

短期高通量事件及其过程机制。第三，河道型水库干流、支流库湾、浅水沉积区、坝前深水区、坝下河段

和消落带之间差异明显，少量点位观测难以直接代表库段或全库排放，空间分区、面积权重和动态边界识

别仍是尺度外推的重要不确定性来源。第四，现有监测往往偏重通量结果，对有机碳组成、沉积物或土壤

氧化还原状态、微生物过程、泄流工况和传质参数等中间过程指标覆盖不足，限制了模型参数校准、机制

解释和运行情景预测。上述瓶颈表明，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需要从单点、单路径和静态核算，转向多

路径识别、多要素协同和模型约束下的动态综合评估。 

4.2 发展方向 

4.2.1 监测目标驱动的方法组合设计  针对河道型水库多路径排放、强空间异质性和调度驱动非稳态过

程并存的特点，未来监测体系首先需要从以方法为导向，全面转向以目标导向。当前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

法评述多以单项方法为中心，重点比较通量箱法、薄边界层模型法、涡度相关法、倒置漏斗法、声学探测

和遥感方法的原理、适用场景和优缺点。这类评述能够说明不同方法的技术特征，但对于实际监测方案设

计而言，仍难以回答在特定科学目标下不同方法应如何设置、如何衔接以及如何共同支撑尺度外推。Seth

等指出，直接观测、经验模型、过程模型、遥感、机器学习和混合模型在准确性、可扩展性、数据需求和

透明性方面各有优势与局限，未来更有前景的是多方法约束下的混合估算框架[97]。 

这种方法组合设计应首先明确监测目标。若目标是识别水库是否存在显著排放，通量箱法和薄边界层

模型可提供基础通量证据；若目标是量化库区尺度年排放，则需要将长期断面监测、连续溶解气体观测、

遥感面积约束和分区外推模型结合；若目标是识别气泡释放贡献，则需将声学探测与倒置漏斗或自动集气

装置的点位通量测定能力结合；若目标是评估过坝下泄消气，则需围绕坝前取水层浓度、坝下断面浓度变

化、泄流工况和气液传质过程建立观测与模型联合方案；若目标是量化消落带排放，则需将高程分区、暴

露历时、地面通量观测、土壤过程指标和遥感边界识别结合起来。由此，监测技术不再是并列工具，而是

在特定目标下承担不同功能的观测单元。 

未来技术发展的重点还在于建立方法之间的接口。以 CH4 气泡释放为例，倒置漏斗能够获得点位气泡

通量和气体组成，但难以覆盖气泡释放的热点事件。核心环节在于发展基于声学空间数据与连续点观测的



尺度外推模型，建立声学信号强度、气泡体积分布、气体组成与点位通量之间的定量转换关系，并在统一

框架下将热点区高强度间歇性冒泡、背景区低强度冒泡及同期水-气界面扩散通量整合，评估其不确定性
[14,98]。类似地，遥感边界识别需要与地面通量分区匹配，连续溶解气体观测需要与气体交换速率参数化和

过程模型衔接，过坝消气断面监测需要与水动力和气液传质模型耦合。只有这些接口关系被明确，不同监

测方法才能从经验性拼接转变为可复制的方法学策略。 

4.2.2 多要素协同监测网络与数据集建设  多要素协同监测的核心，是用过程数据解释通量变化，而不是

只记录通量结果。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受陆源有机碳输入、沉积物微生物转化、水体氧化消耗与水-气

界面释放等多过程耦合控制，其最终通量是有机碳性质、微生物代谢与氧化还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

体而言，有机碳的含量与组成决定微生物底物供给，而产甲烷菌与甲烷氧化菌等微生物通过一系列代谢过

程控制 CO2 或 CH4 的生成与转化路径；水位涨落引起的氧化还原条件变化进而调节这些过程，从而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与结构[33,99-100]。由此，温室气体排放是有机碳性质、微生物代谢和氧化还原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 

当前监测指标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中间过程相关的关键指标监测覆盖仍不足，例如微生物功能性状

（产甲烷菌丰度、胞外酶活性）、有机碳组成特征及氧化还原条件的动态变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有机质来源与转化、微生物代谢过程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联的精细解析，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核心驱动路

径识别不足。未来应由单一界面观测转向覆盖碳输入、转化与释放全过程的多要素协同监测。在监测内容

上，应在现有通量观测基础上，同步引入沉积物有机碳库、水体溶解有机碳及颗粒有机碳、氧化还原电位

与溶解氧等关键环境参数的监测[13,95]。对于微生物过程，则可通过功能基因丰度、群落结构或代谢活性指

标，对温室气体产生与氧化过程约束[41,45]。在监测布局上，应优先在典型主河道、代表性支流库湾及典型

消落带建立综合观测单元，在同一单元内同步获取界面通量、过程参数与控制因子数据。 

在此基础上，还应将多要素观测转化为可复用的数据集。目前，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仍存在数据

稀疏、监测周期短、时空覆盖不足和模型验证数据不足等问题，这也是当前河道型水电水库温室气体排放

通量估算的重要挑战。未来监测数据集应包含通量数据、过程数据和空间边界数据。通量数据包括水-气界

面温室气体通量、气泡释放通量、坝前-坝下浓度差和消落带土壤植被排放通量等，用于约束不同排放路

径；过程数据包括水位、流量、流速、水温、溶解氧、pH、有机碳、营养盐、叶绿素、土壤水分和氧化还

原状态等，用于解释通量变化机制；空间边界数据包括水面范围、支流库湾分区、消落带暴露面积、暴露

历时、高程带和土地利用/植被覆盖等，用于支撑区域外推。只有将通量、过程和空间边界同步纳入监测数

据集，点位观测结果才能转化为可用于模型训练、参数校准和独立验证的标准化数据产品。 

4.2.3 面向河道型水库复杂场景的遥感应用与机理约束  遥感技术为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空间外

推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其科学定位与应用边界需予以明确。遥感的核心功能在于提供空间边界与关键环境

变量的时空连续信息，而非直接替代通量观测。遥感反演结果通常对应特定过境时刻的瞬时状态，其向日

尺度、月尺度和年尺度转换仍存在明显困难，且遥感变量与通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往往受到水体类型、水动

力条件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差异的影响[78]。 

三峡水库这类狭长型河道水库对遥感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核心挑战可概括为“边界识别难、过程

难表征、外推验证不足”。具体来看，岸线曲折、支流库湾众多且水面宽度变化大，水陆混合像元问题突

出，尤其水位变化引起暴露与淹没边界的快速迁移增加了分类难度[47]，比较突出的是细长、弯曲、多支流

区域仍是消落带提取误差集中场景[101]。其二，遥感能够获取水面范围、消落带暴露状态、植被覆盖等空

间信息，但这些变量主要反映地表或水体环境状态，难以直接表征温室气体产生、氧化、传输和释放等过

程；库区多云雾天气会降低有效光学影像获取率，高悬浮物浓度也会影响水色参数反演精度，进而削弱基

于遥感变量建立经验关系的通量估算可靠性。其三，现有遥感通量估算多依赖经验回归或机器学习模型，

遥感输入变量与温室气体通量之间缺乏明确的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机制约束，导致模型在跨区域、跨季节

或跨水位阶段应用时泛化能力不足[78]。因此，遥感在三峡水库这类复杂场景中的核心价值应聚焦于动态边

界识别、暴露历时估算与空间分区，其通量估算结果仍需依赖地面通量观测、过程监测和机理模型进行校

准与验证。 



提升遥感应用可靠性的关键在于引入机理约束。具体而言，应在经验模型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基础上，

纳入水动力条件、水温分层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机理信息，构建机制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混合模型[97]。

其实现路径包括：以水动力模型模拟不同调度工况下的流场与水体停留时间，以此约束气体交换速率的空

间分异；将水温、溶解氧与碳酸盐平衡参数纳入 CO2 通量估算的物理框架，降低纯统计学关系的漂移风

险；通过地面连续观测数据对遥感反演结果进行系统校准与误差修正。这种机理约束的路径有助于提升通

量估算的可解释性与跨区域适用性，是未来河道型水库遥感研究的重要方向。 

4.2.4 全库动态评估与模型预测  在监测目标明确、多要素数据集逐步完善、遥感空间约束不断增强的基

础上，未来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还需要解决观测数据如何转化为全库尺度动态评估结果的问题。

经验模型和面积外推方法能够提高估算效率，但通常依赖平均通量或统计关系，难以解释水库不同运行情

景下通量变化的原因。过程模型能够描述有机碳降解、温室气体产生与氧化、水体输运、气泡释放和气液

交换等过程，有助于机制解析，但其可靠性依赖高质量数据和现场观测校准。机器学习等数据驱动方法能

够识别多源变量与通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空间预测、参数优化和偏差修正方面具有潜力，但其应用也

需要实测数据支撑和过程认识约束[97]。因此，未来方法发展的重点不应是以某一类模型替代现场观测，而

应是将现场观测、遥感信息、过程模型和数据驱动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面向全库动态评估的综合模型框架。 

对于大型河道型水库，模型融合应突出水库运行过程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作用。水动力模型可用于

描述不同调度工况下的流场、水温分层和湍流条件；生物地球化学模型可用于描述有机碳输入、分解、转

化过程机制；气液传质模型可用于描述水-气界面扩散和过坝消气过程；数据驱动方法可用于识别多因子

非线性关系，并对模型偏差和空间外推结果修正。通过上述方法的融合，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不再只是获得

定时定点的通量值，而是能够把水位、流量、水温、溶解氧、有机碳、溶解气体浓度、界面通量和遥感边

界等多源数据纳入同一评估框架，进而分析通量变化机制和不同排放路径的相对贡献。 

模型构建应将水库调度过程作为重要输入条件。反季节调度、水位涨落、支流库湾回水、坝前取水层

变化、坝下水体混合和消落带暴露历时，都会影响温室气体产生、转化和释放过程。未来可将运行水位、

流量过程、支流库湾水动力状态、坝前和坝下断面监测、消落带暴露面积以及现场通量观测共同纳入模型

框架，评估不同运行阶段下扩散、气泡释放、过坝消气和消落带排放的变化特征，并预测不同水位调度或

气候条件下的通量响应。在实现路径上，可将现场监测作为模型校准基础，将遥感作为空间边界约束，将

过程模型作为机制表达工具，将机器学习作为参数优化和误差修正手段。现场监测提供通量和关键过程参

数，决定模型结果是否可信；遥感提供水面范围、消落带暴露面积和土地覆盖等空间信息，决定点位观测

能否合理外推；过程模型表达水动力条件、碳转化过程和气体释放路径，决定模型是否具有机制解释能力；

机器学习则可在实测数据和过程认识约束下，提高空间预测能力[97]。由此，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监测可由

静态结果统计，发展为动态过程评估和运行情景预测。 

这一发展方向也可作为水库碳循环数字孪生系统的初步构想，该平台可以在虚拟模型中同步表达河道

型水库运行状态、碳输入与转化过程以及多路径排放响应，并利用持续观测数据不断校正模型结果。未来

若能将多要素监测网络、遥感识别、过程模型、机器学习和不确定性评估纳入统一框架，就能够形成面向

全库尺度和运行情景评估的水库温室气体监测与模拟平台。该平台不仅可用于估算历史和当前排放，也可

用于比较不同调度方案或气候条件下的潜在排放变化，从而为水库低碳运行和碳足迹评价提供方法支撑。 

综上，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技术的发展可概括为从监测目标设定、过程数据获取、空间尺度

外推到模型融合预测的技术路径，其关键问题、方法支撑与预期发展总结见表 4。 

5 结论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排放是陆源有机碳输入、水库调度扰动、水体与沉积物生物地球化学转化以及多

界面释放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天然湖泊和河流相比，水库排放具有更强的人工调控属性和多路径耦合

特征，主要表现为蓄水期碳脉冲、水库调度驱动的源汇转换、水-气界面扩散、气泡释放、过坝下泄消气以

及消落带非稳态排放等过程并存。不同排放过程在形成机制、空间分布、时间变化和监测要求上差异明显，

决定了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不能依赖单一方法完成，而需要从排放路径识别、动态过程捕捉和尺度外推



三个层面开展综合监测。 

表 4 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方法的发展方向与关键支撑 

Tab. 4 Development pathway and key supports for reservoir greenhouse gas fluxes monitoring methods in riverine reservoirs 

发展方向 关键问题表现 方法学支撑 预期发展 

目标导向的方法组

合 

单独监测方法并列使用，难以

支撑多路径排放识别 
按监测目标区分排放路径，配置监测方法 

形成可复制的多路径监测方

案 

方法接口与尺度衔

接 

不同方法之间缺少定量转换关

系 
明确不同监测方法的功能与接口 

提高多方法协同和尺度外推

能力 

全过程多要素协同

观测 

监测偏重通量结果，过程指标

不足，驱动机制难解析 

同步监测有机碳、溶解氧、氧化还原状态、微

生物指标和水动力条件 

支撑碳输入、转化与释放机

制解析 

标准化监测数据集

建设 

数据稀疏、周期短，难以复用

和验证 
整合通量数据、过程数据和空间边界数据 

支撑模型训练、参数校准和

跨库比较 

遥感空间约束与机

理约束 

遥感反演受水陆混合像元、云

雾、高悬浮物和经验模型泛化

能力限制 

利用遥感识别区域面积和空间分区，并引入水

动力和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约束 

提高区域尺度外推的可靠性

和可解释性 

模型融合与动态预

测 

静态外推难以反映水库调度和

气候变化影响 

融合现场监测、遥感边界、过程模型等方法，

构建水库碳循环数字孪生系统 

预测全库动态评估和运行情

景 

现有监测方法包括通量箱法、薄边界层模型、涡度相关法、倒置漏斗法、声学探测、断面监测、遥感

空间识别和模型估算等在内的多类型监测技术体系，为认识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提供了重要支撑。以三

峡水库为代表的大型河道型水库监测实践表明，随着研究目标由排放存在性识别转向排放贡献量化和区域

尺度评估，监测技术也逐步由单点、低频、单方法观测向多路径、多尺度和多技术耦合方向发展。然而，

当前监测仍面临过程指标不足、方法接口不清、气泡释放和过坝消气等高不确定性路径难量化以及点位观

测向全库尺度外推能力不足等问题。 

未来河道型水库温室气体通量监测技术的发展，应进一步从单项方法应用转向综合方法学体系构建。

首先，以监测目标为导向，针对不同排放路径设置监测方法，重点建立多方法之间的接口关系。在此过程

中，加强通量数据、过程数据和空间边界数据的同步获取，形成可用于模型训练、参数校准和独立验证的

标准化数据集。此外，遥感技术应重点服务于水面范围、消落带暴露面积和空间分区识别，并与地面观测

和过程机理相结合；过程模型和数据驱动方法则应在现场监测约束下用于全库动态评估和运行情景预测。

总体而言，面向大型河道型水库的温室气体监测体系，应逐步形成以过程识别为基础、以多源数据融合为

支撑、以模型预测为拓展的技术路径，为水库碳足迹核算、水电低碳属性评价和优化运行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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